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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唯识学阐释下的符号是一种作为心识表象的名相体系, 一种 “片面化” 表征事

物特性的 “幻象” 形式。 唯识学对符号表意特征的考察, 是以符号的 “假名安立” (假说)
为中心议题展开的, 其核心体现在符号的 “片面性” 与 “真知” 间的关系上。 而唯识义理

下的符号意义世界展开, 是符号生成的基础和前提: 一方面, 意义世界的展开实现了认知的

主客体分离, 从而建构了二元论下的符号认知体系; 另一方面, 意义世界的展开, 是主体在

意向性意识驱动下对客体的意义赋值。 从符号生成过程来看, 唯识学中 “遍行心所” 的认知

模式, 构建了主体的符号化认知机制。 这一机制中由 “显境名言” 到 “表意名言” 的符号

认知进路, 实际上是一个由自由的 “自我符号” 向规约和交际的 “公共符号” 转变的过程,
从而使符号由对客体的自我认识, 拓展到在社群内成员间的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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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 中国哲学界对唯识学的哲学化研究一度成为显学, 章太炎、 欧阳竟无、
太虚法师、 熊十力、 牟宗三学者都对唯识学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和现代化改造。 近代以来,
吴汝钧、 倪梁康、 杨维中、 林国良、 傅新毅等学者, 又以中西理论互释方式对唯识学进

行了哲学阐释。 在这些研究中, 从现象学、 心理学、 认知理论、 语言学等角度对唯识理

论的哲学探讨已多有开显, 但符号学层面的诠释却鲜有关注。 而实际上, 作为中国传统

哲学中哲学化程度最高的理论学说, 唯识学义理深邃, 逻辑严密, 其义理结构中的 “境

论” 和 “相论”, 包含着迥异于西方体系的符号学思想和逻辑。 因此, 本文试图从现代

符号学理论出发, 对唯识学中的符号表意特征进行哲学阐释。 这一阐释包含了三个维度:
一是通过分析唯识学的 “假名安立” 概念, 阐释唯识学中符号 “片面性” 与 “真知” 间

的关系; 二是通过对唯识学视角下意义世界展开的分析, 阐释符号生成的基础; 三是通

过解释唯识学中 “遍行心所” 的运作机制, 阐明唯识学中的符号产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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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假名安立”: 唯识学对符号 “片面性” 的认识与阐释

符号是用来携带意义的, 任何意义都必须由符号携带。 现代符号学与现象学, 对符

号表意特征的论述非常复杂。 而由印度传到中土并汉化的唯识学, 对此提出了独特的见

解, 值得我们回顾并深思。 唯识学对符号表意特征的考察, 是以符号的 “假名安立” 为

中心议题展开的, 而其核心又体现在对符号的非实有性考察上, 即对符号 “片面性” 与

“真知” 关系的考察。 《唯识三十颂》 开宗明义, 称 “由假说我法, 有种种相转”。 这一

论述是唯识学对符号意义表达的根本认识, 即世间和圣教说的 “我法” (符号), 都是

“假名安立” 的, 符号本身并无实有性质。
在梵文的阐释中, 假 (prajñāpti) 等同于施设。 佛教中的 “施设” 一词有约定和协

定的意思。 同时, 在梵文中, prajñāpti 的词根 jñā 为 “认识”, 因而在唯识学中, 假又等

同于认知。 基于此, 唯识学对 “假名” 的认识也建立在以上这两个层面上: 一方面, 唯

识学认为符号是人为施设的产物, 即由语及欲 (想法), 次第编列文、 句、 名身;[1](P1263)

另一方面, 按照梵文词根分析, 假是进行认知之前需要的工具与过程。 这一阐释, 更多

地体现出符号的工具性与过程性。
通过上述论述, 我们不难发现 “假名” 的施设义与索绪尔提出的符号任意性有很大

相似性。 实际上, 索绪尔认为符号本质的第一原则是任意性, 即符号与意指之间的关系

是任意的、 非理据性的, 其能指与所指结合的基础是社会习俗所规约的。[2](P64) 因而在索

绪尔看来, 语言是 “符号之间的游戏” [3](P6) 。
唯识学将 “假名” 分为两种: “无体随情假” 和 “有体施设假”。 作为 “无体随情

假” 的假名, 其 “多分世间, 外道所执。 虽无如彼所执我、 法, 随执心缘亦名我法, 故

说为假”; 作为 “有体施设假” 的假名, 是 “圣教所说, 虽有法体而非我法, 本体无名

强名我法, 不称法体随缘施设, 故说为假”。[4](P238a)这里, 唯识学对 “假名” 的分类依据

建立在 “假名” 施设对象的有体与无体上, 即在唯识学的论述中, “无体随情假” 假名

的施设对象是无真实性质的, 而 “有体施设假” 假名施设的对象是有真实体性的。 因

此, 唯识学认为, “假名” (符号) 的形成有两个渠道: 一是凡夫执着 (随情) 于无真实

性质的对象而产生虚假的符号认知, 二是人们对有真实体性的对象的符号化也必须通过

施设 “假名” 而达成。 其中, “有体施设假” 假名的法体 (自相) 是圣教我法意义上的

法, 其建立在圆成实性基础上; “无体随情假” 假名的法体是世间我法, 依托于遍计所

执性。
实际上, 唯识学对 “假名” 的两种划分, 鲜明展现了唯识学对 “假名” 与事实真知

之间关系的强调。 因为唯识学认为 “假名” 的作用除了表达意义, 还要对事实真知进行

阐释。 因而, 唯识学对 “假名” 的另一层解释是从 “诸法” (符号对象) 的真实性上展

开的。 其认为诸法都是因 “缘起” 而生成, 本身没有真实之体, 所以不能被分别和认

知。 而符号是对没有真实性质的事物和现象的表达, 因此也应不具备真实性。 这里对符

号对象真实性的探讨, 实际涉及佛学义理中一个重要的概念——— “空性”。 虽然大小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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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 “空” 这一概念都有过论述, 但只有大乘佛教对 “空性” 抱有特殊的理论青睐,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 “空” 作为整个大乘佛教的义理基础之一。 大乘中观学派 (大乘

“空宗”) 对 “空” 这一概念进行了异常烦琐复杂的诠释, 提出了 “十八空” 之说。 在理

论要旨中, 其将 “空性” 定义为 “现象当体即空”, 即 “佛所说的一切法和一切现象都

没有实在的自性, 也就是既无主宰性 (不自在), 也无实体性 (无实在不变的体性)”。[5]

通过这一定义, 我们可知, 在大乘的教义里, “空性” 并不是否定诸法的存在, 而是强

调诸法没有自己的本性。 从符号学意义上谈, 这里的 “空性” 实际可看作诸法的共相,
即诸法的实相。

大乘佛教认为, 一切符号对象的本质在世俗意义上都是不可认知的, 也是不可用符

号表达的。 只有觉悟者 (佛陀) 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 但是佛陀为了引导凡夫认识世界

本质, 主张凡夫破除 “无明”, 摒弃虚妄分别之念和颠倒分别之心, 从而体悟到事物和

现象的真实本质。 这一真实本质就是事物本来的面貌和真实的相状, 也就是被大乘佛教

当作义理核心的 “实相”。 从现代符号学视角来看, 大乘佛教的 “空性” 思想体现着这

样一种符号和对象间的逻辑关系: 符号和符号对象物之间需要建构起一种整体对整体的

关系, 即能表达事物真实本质的符号必须是一种能彰显对象物全部相状和特性的符号。
而我们知道, 任何符号表意都是 “片面化” 的。 赵毅衡先生就曾将 “片面性” 作为

符号表意的两个核心特征之一。 他提出: “符号的一个重要特点, 是把符号的 ‘物源’
的品质片面化。 一件物成为符号, 不是因为它作为物的整体存在, 恰恰相反, 符号载体

只是相关可感知品质的片面化集合。” [6] 从这一解释来看, “空性” 也只是我们将万事万

物的某个统一和共有的特性片面化集合的结果。 因此, 诸法的真正本质仍旧是不可符号

化的, “空性” 也只是诸法的一个共相而已。
但与此同时, 唯识学又强调 “假名” 与真知之间可以建立某种程度上的 “实有” 联

系, 这种 “实有” 是指 “诸诠表法有名可得, 有事可得。 此名于事无碍而转, 非或时转

或时不转, 当知是名略说实有” [1](P1263) 。 即唯识学认为 “假名” 中也存在对真知进行诠

释和表达的符号, 其核心是被认知的对象是 “于事无碍而转”, 即该符号对象在一定时

间内的性质是极其稳定的, 从而使符号对该事物核心性质的表达在符号存续时间内可以

保持恒定不变。 唯识学将这种符号与符号对象的稳定联系理解为 “实有” 的符号表达。
这种 “假名” 与真知间的 “实有” 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聚集机制之上的

(类似赵毅衡先生提出的符号 “片面化”)。 如唯识学认为, 在 “色等诸法聚中, 建立墉、
室、 军、 林、 草、 木、 衣、 食等相, 此相唯于此聚随转, 于余退还。 色等诸相于一切处

皆悉随转, 是故此相所诠实有, 当知余相所诠假有” [1](P1263) 。 唯识学认为, 此处的墉、
室、 军、 林、 草、 木、 衣、 食等符号的形成, 是色等诸法聚集后形成的概念。 按照唯识

学提供的义理, 这种聚集是符号对认识对象某一性质的限定 (此相唯于此聚随转, 于余

退还)。 也就是说, 墉、 室、 军、 林、 草、 木、 衣、 食等符号, 是依据此名言概念表达的

核心意义聚集而成, 即符号表意的 “片面性”。 同时, 唯识学认为这种 “假名” 与真知

间的 “实有” 关系, 体现了名 (符号) 与义 (对象) 的一致性。 唯识学建立这种名义一

致性 (符号理据性) 的逻辑是将特定性质划归特定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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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了 “假名安立” 中 “假名” 的符号思想后, 我们还需对 “安立” 思想进行符

号学意义上的考察, 才能完整阐释唯识学建立 “假名” 的意义, 即佛陀已知符号实际上

是不能表达真知 (佛法) 的, 为何还要在世间安立 “假名”。 要讨论这一问题, 先要了

解唯识学中的一对概念: 安立与非安立。 于凌波所著的 《唯识名词白话新解》 这样解释

这对概念: “安立即施设差别的意思。 亦即用语言、 名相来区别种种事物。 反之, 无差

别、 离名言者为非安立。 非安立乃超越相对的差别, 不以语言、 名相表示。” [7](P203) 唯识

学对 “安立” 的阐释, 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 未能觉悟佛性的众生都是被 “无

明” (差别念、 执念) 所羁绊的凡夫, 他们天然地会对世间各种名相产生执着。 有鉴于

此, 佛陀为了引导凡夫众生证悟佛性, 必须从凡夫已有的认知模式出发, 通过建构各种

名相, 以及对物像设置各种差别 (符号化), 从而使凡夫众生能在佛陀建构的各种名相

和言说引导下, 逐渐从对符号现象的虚妄分别, 过渡到证悟无相真如的境界。 由此可知,
“安立” 作为东方唯识学对符号存在意义的独特解读, 其不仅包含着对符号哲学的体认,
更包含着一种浪漫的宗教情怀, 即佛陀对沉溺 “假名” 狂欢中的众生心生慈悲, 于是从

众生已有的认知模式出发, 方便安立种种教法, 以引导众生证悟实相真如。
因此, 在唯识学看来, 虽然符号的本质是虚假的名相 (假名), 但这种虚假的符号

也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 这种价值的逻辑是, 沉溺于符号狂欢和符号欲望中的众生, 必

须通过 “假名” 才能达到证悟佛理的目的, 也就是说 “假名” 是众生获得智慧和真理过

程中必不可少的凭借。 虽然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曾出现了禅宗等主张 “不立文字”、 彻底

破除名相 (抛弃符号) 的宗派, 但在实际的宗教实践中, 这一主张从未得到真正落实。
实际上, 哪怕是号称不依靠任何名相与言说的 “顿悟” 修行, 其也不可能在修行中完全

抛弃符号。 就像卡西尔所说的 “人是符号的动物”, 世间的凡夫众生, 无法逃脱符号之

网, 必须借助符号才能生存。

二 符号生成的基础: 唯识学视角下意义世界的展开

在现代符号学研究转向对意义的关注后, 越来越多的符号学者将意义理论作为考察

与研究符号的核心。 如符号学者赵毅衡就从意义角度出发, 将符号定义为 “携带意义的

感知”。 在这一理论逻辑下, 符号世界就等同于意义世界。 因此, 对唯识学阐释下符号生

成机制的讨论, 就必然离不开对意义世界展开过程的考察。 因为按照意义与符号的关系,
正是意义世界的展开, 才使符号的生成成为可能。

从某种程度上说, 二元论的符号化认知是意义世界展开的前提。 其源于两点: 一是

认知的主体与客体相分离, 主体便可以作为观察者, 对客体进行观察; 二是客体的显现,
使主体有了意义化和 “符号化” 的对象。 大乘佛教往往将这一过程具体阐述为, 当阿赖

耶识 “种子” 成熟时, 就生发出 “变似有情” “变似我” “变似了” “变似义”。 从二元

分立的角度看, “变似有情”、 “变似我” 及 “变似了” 构成了认知的主体和主体的认知

能力。 “变似有情” 是指识变现出像有自身与他身差别的带有眼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身根等五根的有情众生 (众生就是认知的主体); “变似我” 是说, 识变现出与我痴、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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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我慢、 我见等四烦恼永恒相应的染污的末那识 (即阿赖耶识被第七识末那识妄执为

“我” 而生出 “执我” 念); “变似了” 是指识变现出能粗浅地了别外境的眼识、 耳识、
鼻识、 舌识、 身识、 意识 (即主体获得的能认知客体的能力); 而 “变似义” 则是指认

知的客体, 其具体指阿赖耶识变现出像真实的一样的色、 声、 香、 味、 触、 法等六

境。[8](P25)从认知过程来看, 当阿赖耶识生出认知的主体与客体时, 也意味着主客体分立

的二元论认知的真正建构。 这种认知模式, 是我们身处 “世俗谛” 世界的凡夫开展认知

活动的基础, 也是符号产生的基础。
二元论认知与符号的关系, 早已为诸多学者所觉察。 西方学者肯·威尔伯就将我们

的认知分为两种模式: 一种是 “直接的, 亲证的, 非二元论的认知”, 另一种是 “被冠

以各种各样的名字, 有符号、 地图、 推理的认知”。[9](P36) 符号化的知识, 或称认知的符

号化, 就是一种二元论的认知模式。 这种认知, 在肯·威尔伯看来 “是将注意力集中在

物的 ‘阴影’ 上, 因而不足以看到 ‘真实之物’” [9](P36) 。 不过, 在整个人类文明与文化

发展的漫长历史中, 这种二元论认知却长期占据我们头脑, 成为我们认知世界的核心与

主流模式。 甚至在极度形而上的哲学和崇尚灵修的宗教中, 这种认知也是普遍存在的。
即使在今天, 我们仍然可在威廉·詹姆斯、 怀特海等学者的著作, 以及佛教、 道教、 基

督教等宗教神学体系中窥见其身影。
而作为 “万法唯识” 的唯识学, 其学说本身就蕴含着非常强烈的 “二元论” 意谓。

倪梁康等学者一度将 “唯识” 中的 “识” 解释为 “分别”, 即 “通过分别、 分辨来做出

认知或确认的意识行为, 一种通过将某物从其背景中分离出来、 从而成为面对认知者的

认知对象的意识行为” [10] 。 为了更具说服力, 倪梁康还对 “识” 的梵语构词进行溯源性

分析。 他指出, “从识 (vijnāna) 的构词来看, vijnāna 是 vi (分离) 与 jnāna (知) 的合

成语, 因而准确的解释应当是 ‘进行分别的认识’ 的意思” [10] 。 肯·威尔伯也进行过相

类似的论证, 并进一步指出, 从 “识” (vijnāna) 梵文词根体现的 “分离” 之义, 可证

知这就是一种显著的二元论符号化认知。[9](P34)

而在佛教的义理中, 非二元论的认知和二元论的认知在认知主体、 对象以及认知所

获得的知识上都是迥然不同的, 这种不同实际上就是非符号认知 (亲证) 和符号化认知

的区别。
就认知的主体和对象而言, 非二元论认知和二元论认知分别对应着觉悟者的认知和

凡夫的认知。 因为在唯识的义理结构中, 觉悟者与没有觉悟的凡夫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凡

夫产生了对世界的 “分别念”, 并通过这种 “分别念” 对世界进行认知, 以及与他人进

行信息交流。 而在觉悟者那里, 世界被描述为是一种万物与真理合一的状态。 因此, 在

唯识论看来, 对世界的 “分别” 是意义建构的过程, 也是主体进人世俗意义世界的开

始。 而在认知的对象方面, 包括唯识学在内的大乘佛教, 将人的认识对象分为两个层次:
一个是只有觉悟者才能认知的实相真如世界, 另一个是被无明羁绊、 有差异与分别的凡

夫认知的世俗世界。 而区别这两个认知世界的关键在于世界是否被认知主体所 “分别”
(即实现主客二元分立)。

而如果从认知所获得的知识来看, 二元论认知和非二元论认知给予认知主体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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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完全不同的。 在倪梁康看来, 凡夫认知世界得到的是 “识”, 而觉悟者认知真如世

界得到的是 “智”。[10] “智” 也被称为 “无分别智”, 在唯识学提供的修行引导中, 对世

界真正本质 (实相真如) 的认知, 必须以 “无分别智” 亲证才可实现。 与 “分别” 认知

中的主客体分立不同, 用 “无分别智” 亲证的认知模式, 是一种认知主体与客体相融合

后的 “心物一元” 认知状态。 在这种认知状态下, 一方面, 认知的对象不能被切割和分

别; 另一方面, 认知的主客体也是完全相同的。 就像日本学者铃木大拙指出的那样, “在

‘般若’ 中……被观的一方与观察的一方是完全相同的; 观者就是被观者, 而被观者就

是观者” [9](P36) 。 当然, 这一被描述为主客体合一的实相世界不仅不可分别, 甚至也不能

作为一个整体被符号化和概念化。 因为在唯识学中, “真如” 和 “智” (般若) 是凭借

“假名安立” 才得以存在的, 因此其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可赋予意义, 更不可将其符号化

的绝对存在。 如果我们固执地想将这个绝对实相的真如世界符号化, 那么我们必须找到

一种能对宇宙所有事物的全部性质进行符号化表达的符号。 前文已提到这种符号是不可

能存在的, 因为其与符号表意 “片面化” 的基本准则和规律相违背。 但唯识论认为, 我

们必须用 “无分别智” 亲证的方式, 才能看到世界的本质和真相。 因此, 唯识学认知论

的最终义理旨归就是 “转识成智”, 即引导世俗世界的凡夫通过与 “分别” 意识下的意

义世界相脱离, 从而转变为拥有 “智” 的觉悟者。
此外, “见分—相分” 意识活动在意义世界的展开过程中, 通过意向性这一桥梁建

立起主体认知客体的关系。 这里的意向性指的是西方现象学中的 “意向性” 概念。 我们

知道, 当意向性概念被西方学者当作哲学问题提出后, 意向性的日常生活含义便转变为

认知哲学上的意谓, 专指 “意识构造, 或指向对象的活动或能力” [11] 。 不过与西方现象

学中主动性的意向性不同, 唯识认知论中的意向性彰显着一种 “被动” 性意味。 在西方

对意向性意识活动的阐释中, 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逻辑: 在主体的意识指向对象时,
对象已然存在, 这种对象先存的语境使主体的意识不自觉地指向对象, 因而, 这种意向

的主动性无论是从词源还是逻辑上, 都是可推证的。
包含唯识宗在内的整个大乘佛教, 在其宗教义理中都始终坚守着 “缘起” 论。 其认

为宇宙万有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因各种 “缘” (条件) 而和合生成, “缘” 起则生,
“缘” 灭则散。 这种 “缘起” 思想在唯识学中体现为 “阿赖耶识缘起”, 即 “一切万法皆

由阿赖耶识为直接所依, 以其种子为亲因而缘起” [12](P290) 。 唯识学中, 阿赖耶识是最重

要的一个 “识”, 它可以生起其他诸 “识”, 是认知发生的本源。 在佛教的义理中, 阿赖

耶识虽然贮藏了可生起一切 “识” 与现象的 “种子”, 但这种能生起认知与现象的能力

需要诸 “缘” 和合才能发生。 因此, 阿赖耶识的一切现行都是依托 “缘起” 才能生起。
而且在这种被动意向性意识中, 认知主体并不像西方现象学中的意识主体一样, 将意识

主动指向认知对象。 相反, 因为阿赖耶识的 “缘起” 性, 主体只能被动生起认知。 这种

被动的意向性, 赋予了认识活动某种激烈的强迫意味。
但佛教并未因此放弃对主体主动性地位的肯定, 从而避免陷人不利于宗教传播和修

行实践的 “宿命论” 旋涡。 唯识学虽认为主体的心识和一切现象事物都是依阿赖耶识

“种子” 缘起而生, 但又认为主体的 “习气” 在阿赖耶识所藏 “种子” 的成熟过程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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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主要作用, 即 “生出一切存在的能力 (种子) 储存在阿赖耶识中, 一旦时机成熟就会

变成具体的现象而显现, 而且那些现象立即把他们的影响留在阿赖耶识之中” [13](P7) 。 因

此, 唯识学认为, 阿赖耶识所藏的能生成一切事物与现象的 “种子”, 是在认知主体习

气 (观念、 经验、 习惯等) 的 “熏发” 下, 才得以 “成熟” 并生起 “现行” (现象)
的。 因而, 我们也可以用主体的习气对唯识中意向性的被动意谓进行一定程度的消解。

三 唯识 “遍行心所” 阐释下符号的生产过程

在唯识义理中, 意义世界的展开使符号化认知成为可能。 但在具体的符号生产活动

中, 认知主体又是如何将对意义世界的感知转换为我们日常交流的符号呢? 这一问题,
唯识学在其 “遍行心所” 的认知机制中进行过细致论述。

“五遍行心所” 指的是作意、 触、 受、 想、 思五个遍行心所。 “遍行” 是周遍认知的

意思, 表达的是当作为认知主体的阿赖耶识转变时, 作意、 触、 受、 想、 思五个心所便

会一起发挥作用, 对一切识 (八识心王)、 一切性 (善、 恶、 无记)、 一切时 (过去、 未

来、 现在) 和一切地 (三界九地) 进行全面认知。 倪梁康先生认为, 布伦塔诺和胡塞尔

所说的简单行为和复合行为的区分是不存在的, 因为所有的行为都是复合行为。[14] 因此,
“五遍行心所” 对主体产生作用的机制, 是各心所协同作用和整体认知的结果。 也就是

说, 主体认知产生时, 作意、 触、 受、 想、 思在一刹那同时生起, 没有时间差异。 但唯

识学又提出, “五遍行心所” 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有先后的差别。
按照唯识论的阐述, “五遍行心所” 中, 作意是首先发生作用的心所。 《成唯识论》

将作意定义成 “为能警心为性, 于所缘境引心为业, 谓此警觉, 应起心种, 引令趣

境” [15](P144) 。 实际上, 按照唯识学的义理, 作意有两类, 即 “种子作意” 和 “现行作

意”, 二者是承前启后的接续关系。 在作意心所生起时, 首先是 “种子作意” 发生作用,
将处于潜隐状态的心识引发出来, 生起现行 (其中包含认识的客体)。 之后是 “现行作

意” 起作用, 将心识进一步引向境界。 这一过程与西方现象学中意向性的作用机制相似。
实际上, 西方现象学也认为, 作意在符号生起过程中起了两方面作用: 一是使心识生起

所缘之境, 生成意向性的相关项; 二是将心识指向意向性的相关项。
而作意一旦将心识指向境, 其便开始与境相接触, 这时触心所开始起作用, 使心识

与根、 境相合为一。 唯识认为, 触心所生起的条件就是根、 境、 识三者相契合, 同缘一

境, 对同一境起作用。 这实际上是唯识认知中分别意识的开始。 因此, 《成唯识论》 对

“触心所” 的 “三合” 做了这样的解释: “谓根、 境、 识更相随顺, 故名三和。 三和合

位, 皆有顺生心所功能, 说名变异; 触似彼起, 故名分别。” [15](P143) 而这种分别实际上是

认知主体对境的切割。 所谓对境的切割, 包含着这样的逻辑意谓: 阿赖耶识生起的现行,
既包括我们认知的对象客体 (境), 还包括了我们认识境的根器和心识。 当触心所发挥

作用时, 认知主体的根器、 心识和境在达到三者合一的情况下, 根器本身就决定了心识

所能接触的境的范围。 如眼根只能让心识与境中色的部分相接触, 从而切割出色境。 此

外, 主体本身根器的能力也会限制主体心识识别境的范围。 因此, 本文指出的触心所对

·651·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2 年春之卷



境的切割, 实际上是指认知主体的根器对境的切割。 从认知的角度看, 对境的切割, 是

对境进行分别的第一步。
按照 “五遍行心所” 发生作用的先后顺序, 触心所之后便是受心所生起, 从而催动

认知主体 “领纳顺、 违、 俱非境相为性, 起爱为业, 能起合、 离、 非二欲” [15](P144) 。 意

思是当认知主体的受心所发挥作用时, 便会领受顺境、 违境、 俱非三种不同的境界, 会

产生乐、 苦、 不苦不乐 (即舍) 三种感受。 而这三种感受又会让认知主体生起三种欲,
即合、 离、 非二欲。 其中, 合欲是主体领受乐时, 希求与乐更加契合。 离欲是主体在领

受到苦时, 急切想远离这种苦的感受的愿望。 而非二欲则是主体在领受非苦非乐时产生

的不合不离的中庸感受。 受心所之后便是想心所起作用, 这是通常意义上真正的符号生

起。 因为按照唯识学解释, 想心所是 “于境取相为性, 施设种种名言为业”, 而且是因

为 “要安立境分齐相, 方能随起种种名言”。[15](PP144 - 145) 也就是说, 认知主体要对所对的

境 (认知的客体对象) 安立其界限, 设置 “分齐” (差别), 方能生成名言 (符号)。 这

里对境的 “分齐”, 具体是指主体根据所对境的差别之内容、 范围、 程度, 以及阶位、
身份等, 对境主动划分界限。

如果说唯识 “五遍行心所” 中的作意心所是认知对象的生起和将意向性意识指向对

象, 触心所是将指向的对象予以切割, 那么受心所和想心所就是为前面所切割出来的

“境” 赋予性质和意义, 以此形成此与彼的差别, 并最终为其安立种种名言 (符号)。 因

此, 受心所和想心所就是佛教所谓的 “凡夫取相”。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 取相的关键与

核心在于使境与相界限分明, 使其具有独有的、 区别与其他相的特质。 因此, 在认知主

体的受心所对触心所切割出来的境生起乐、 苦、 不苦不乐 (即舍) 三种感受时, 想心所

就会根据感受为境赋予意义, 以形成清晰概念 (符号)。
经过以上推导论述, 我们对阿赖耶识 “识变” 演绎的符号生成机制, 有了一条清晰

的逻辑线索: 在阿赖耶识 “种子” 因各种因缘聚合而成熟时, 便生起 “境” 与 “识”。
此时的境并不是相, 只是在阿赖耶识生起二元对立认知模式时, 认知主体所认知的对象

客体。 丁福保 《佛教大辞典》 就对境做了这样的解释, 即 “心之所游履攀缘者, 谓之

境” [16](P1247) 。 因此, 当 “五遍行心所” 中的作意心所将主体的意识指向某一处时, 主体

与意识所指向的那部分 “境” 才开始接触, 接触的结果是将此部分境与整体的境割裂开

来, 成为主体根器识别到的具体 “某境”。 而主体对此切割出来的境生发的刹那感受,
又使得主体的认知转人想心所, 并开始依据自己的刹那感受对境赋予特性, 使其具有差

异性。 这种差异性的得出, 即是符号的生成。 只是从现代符号学角度看, 无论是触心所

和受心所对境的切割, 还是想心所对境的性质赋予, 实际上都是一种对境的性质进行归

类而取其性质 “共相” 的行为。
《成唯识论》 就曾提到, 在 “识” 的能变中, 存在两种能变: 一种是由阿赖耶识中

的等流、 异熟二因习气导致的因能变; 另一种是等流、 异熟习气生起 “八识”, 使相得

以显现的果能变。 其中, 等流习气是在 “前七识” 的熏习下, 认知主体所拥有的经验、
知识和习惯。 这种习气最主要的功能是能引生与自性同等流类之果。[15](P97) 从符号学角度

理解, 就是将阿赖耶识所生起的 “境” 归类, 形成某一类事物或现象的 “共相”。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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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 或者 “习气” 是决定事物性质的 “基因”, 这种 “基因” 的存在, 决定了事物

成为 “此物” 而不是 “彼物”。 西方学者约翰·邓·司各特在其 “共相理论” 中也进行

过类似阐释, 他提到, “个体之所以个别是因为存在差异性; 个别的种是类的共性与种的

差异性的融合, 个别的个体则是种的共性与个体的差异性的融合。 这就是共性, 是本质,
是一种某物之所以被构成的属性, 也是某物之所以为某物的属性” [17](P225) 。

不过从现代符号学看, 差异的产生并不代表符号的真正生成。 在笔者看来, 我们所

使用的符号可以被分为两类: 一类是自由的 “自我符号”, 另一类是被社群规约的用于

交际的 “公共符号”。 其中, 自由的 “自我符号” 有些类似于罗兰·巴尔特在 《符号学

原理》 中提到的个性语言, 即 “被单独一人所说的那种语言” 或者 “某一时刻中某一个

人之习惯的全部规则”。[18](P10)这种 “自我符号” 呈现出两个鲜明特质, 即自由性和自我

性。 自由性表明这类符号不被社会经验知识和社群权利影响和规约, 自我性则代表这种

符号只能用于主体自身的自我交流。 从理论源流看, 自由的 “自我符号” 得以生成的基

础在于主体原初的意志和意识是具有自由性的。 西方学者费希特就曾专门指出, “认识论

以单纯的自我、 自我活动的理性或自我原则为起点, 所有认识也应以它们为先决条件而

有了自明性……心灵活动以意志活动为前提, 活动发生之后, 定然会依循某种特定的轨

迹。 从这个角度来说, 必然以自由为源泉。 我进行思维并不是因为我受到了强迫” [17](P464) 。
另外, 那些被社群规约的用于交际的 “公共符号” 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定义和所使用

的符号。 这类符号最大的特点是能被用于信息交流和交际。 因此, 它是通过社群成员之

间的规约生成, 是认知主体被迫接受的一种强制性符号。 在唯识的认知活动中, 如果将

阿赖耶识生起 “分别念” 作为认知考察开端, 主体的纵向认知实际上呈现出这样的进

路: 符号认知从相对自由变为绝对的强迫, 符号从只具备自我意义的 “显境名言” 发展

到可以用于群体交际的 “表义名言”。
印顺法师曾对 “显境名言” 和 “表义名言” 的区别进行过说明: “ ‘显境名言’ 是在

心识上能觉种种的能解行相 (表象及概念等); ‘表义名言’ 是在觉了之后以种种言语把

它说出来。 显境、 表义二种名言, 发生相互密切的关系, 因言语传达而引生思想, 因思

想而吐为语言。” [19] 虽然印顺法师认为二者间的关系是一种思想和语言之间的互动, 但在

笔者看来, “显境名言” 和 “表义名言” 在符号认知最初发生的过程中, 还是会呈现出

一种发生作用的先后顺序, 即主体在 “分别念” 的作用下, 首先完成的是对 “境” 的

“取相” 和意义赋予, 从而形成一种基于自我认知和自我交流的 “自我符号”, 即印顺法

师所说的 “思想” (个体的自我思想)。 其作用是使主体对认知对象进行 “觉知”。 虽然

这种 “觉知” 是主体对所认知对象的第一印象, 但即便是原始的模糊的 “觉知”, 也已

经对认知对象进行了 “粗了别” 和意义赋予, 从而产生思想。 不过人作为在意义世界中

生存的群体, 必然需要在群体成员之间采取有效的交际手段。 又因为群体交际主要是一

个社群内部通过共同规约的符号开展信息的交互, 所以交际活动必然推动认知主体将个

体化的体验性感知转换为社群规约的公共符号。 这一过程, 就像肯·威尔伯所阐释的那

样, 个体学着将现实编辑并解释为与他人共享的社会术语。 显然, 如果个体想要和周围

的一切进行沟通, 那么他必须学会将自己的体验转换为在社会中有意义的单元。 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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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某个社会中成员的意义所在, 因为一个人只有成功地将映射内化, 或将构成社会

的符号关系集合时, 才能成为该社会的成员。[9](P226)

结 语

民国时期, 西方哲学以暴风骤雨般的声势迅速袭来, 文化与哲学面临全面西化的风

险。 为对抗这股猛烈的 “西学东渐” 之风, 当时诸多学者纷纷转向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其中最有效的莫过于欧阳竟无、 太虚法师等人弘扬的唯识学说。 近代以降, 一些学者将

东方唯识学与西方现象学进行比照研究, 产出了较多成果, 但将唯识学与符号学进行比

较研究的成果却至今少见。 而实际上, 作为源自东方印度的宗教哲学, 唯识学说义理深

邃、 逻辑严密, 其义理结构中的 “境论” 和 “相论”, 包含着迥异于西方体系的符号学

思想和逻辑。 具体而言就是西方体系下的符号研究倾向于思考符号如何展现世界, 而东

方唯识符号学更喜欢分析主体如何认识世界。 前者是对符号如何表现世界的体认, 后者

是对主体如何将世界符号化的分析。 虽有主客之别, 但二者又有联系, 那就是对符号意

义理论的共认。 因为形式背后的意义和内容背后的意义, 应具有同等价值。
就此, 本文得出这样的结论: 东方唯识学阐释下的符号, 是建构在内容分析上的符

号体系, 其不在乎对形式的解构, 而更注重对符号本质和符号生成过程的解释。 在唯识

学语境下, “假名安立” 彰显了符号 “片面性” 与 “真知” 间的关系。 符号的生成是对

二元论认知的建构以及对境的意义赋予。 唯识学对 “遍行心所” 的认知模式考察, 构建

了主体的符号化认知机制。 这一机制中由 “显境名言” 到 “表意名言” 的符号发展进

路, 实际上是一个由自由的 “自我符号” 向规约和交际的 “公共符号” 转变的过程, 从

而使符号由对客体的自我认识, 拓展到在群体内成员间的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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